


【论文题目应该提供论文研究主题内容和取得的主要成果的更多信息，是对论文核心内容的符合语言逻辑的简要表达，突出“谁”和“什么”；论文本身就是研究，题目中“研究”一词不建议赘述；机理重点在“理”上，表示原理、道理、理论等;而机制重点在“制”上，表示相互关系、条件、约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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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对所提供文献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应不加注释和评论，对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练陈述，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
摘要：进一步评估中国的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及其程度、条件，使数字基建充分发挥创新动能作用。在分析数字基建驱动区域创新相关理论基础上，运用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基建的区域创新效应，并验证和剖析其异质性影响；此外，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探讨基础设施结构转变与创新模式演进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并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知识供给和创新转化的渠道实现，其中对东部创新的作用大于中部且对中部创新的作用大于西部、对基础研究创新的作用大于应用研究、对高质量创新的作用大于低质量创新；随着要素禀赋、市场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水平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程度不断增大，并推动创新模式由引进模仿向自主研发转型升级。据此，进一步激发数字基建驱动创新的作用要加强配套建设并因地制宜、因结构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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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riv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using China's inter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found as follow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is achieved through channels including independent R&D,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knowledge supply and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innovation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n the eastern region is greater tha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effect on the central region is greater tha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effect on the basic research is greater than the applied research, and the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innova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low-quality innov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factor endowment, market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regional innovation is increas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nnovation model from introduction and imitation to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further stimulate the rol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driving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upporting construction an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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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诠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显著因素，也是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且在国家应对内外冲击时具有“压舱石”作用。中国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叠加冲击，党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依靠政府投资来刺激增长的模式难以持久，增强创新能力、依靠创新驱动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新基建在中国发挥稳增长作用的同时能否扮演创新引擎角色更值得探讨。
数字基建是新基建的核心。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区域创新系统不断融合，日益成为区域创新的新动能[1]。基于国家创新和数字化战略的考虑，中国各级政府加大数字化投入，力求提高区域创新水平[2]。系统研究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及机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新基建对促进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意义。
目前相关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涉及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传统基建对创新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可降低运输和交流成本、促进人员流动和知识溢出、扩大市场规模，推动区域及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Agrawal等[3]利用美国公路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地区公路保有量增加10%后，其专利申请量5年提升了1.7%。Wang等[4]利用中国城市和企业数据研究表明，城市道路密度提高10%，则每家企业的专利批准量增加0.71%。Gao等[5]认为，高铁连接对周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随时间而增大。从投资视角看，蔡晓慧等[6]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基建对企业研发具有长期的产品市场规模效应和短期的金融市场挤出效应，促进了大企业研发而抑制了小企业研发；潘雅茹等[7]发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具有倒 “U ”型关系，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创新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另一类涉及以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化等）为核心的新基建对创新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应用，既能降低信息的获取、搜寻和复制成本，促进知识溢出，为创新活动赋能；也能降低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提高交流效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庞瑞芝等[8]指出，数字化是“双刃剑”，对企业创新同时产生有利的学习效应和不利的竞争效应；唐鹂鸣[9]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另外，韩先锋等[1]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蒋仁爱等[10]发现互联网对城市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随时间而增强。可见，数字基建的创新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新基建背景下如何进一步评估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及其程度、条件，使数字基建充分发挥创新动能作用，仍有待深入考察。为此，详细研究数字基建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在估算中国省域数字基建投资水平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背景部分不宜展示本研究的结果结论。同时，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可能的贡献为：一是分析并实证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不仅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还可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知识供给和创新转化产生间接正向效应，从而丰富了数字基建对创新的作用渠道；二是不仅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不同地域、部门和类型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还剖析了异质性的深层原因，通过门槛回归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程度随要素禀赋增长和制度环境优化而变大，表明充分实现数字基建推动创新的潜能需要一定的禀赋条件和制度支撑，从而明晰了数字基建影响创新的非均等性及其条件；三是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基础设施结构转变与创新模式演进的关系，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自主创新模式的积极效应随着区域经济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距离的缩小而显现，由此揭示基础设施与创新关系的结构性和动态性，扩展了基础设施创新效应的研究视角。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1.1  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及机理
[bookmark: _Hlk68338037]从供给侧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建研”同步特征，即建设数字基础设施需要依托前沿并不断更新的数字科技，数字基建投资的一部分配置在新兴数字技术及装备的研发生产上，催生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直接增加创新产出。从需求侧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可降低全社会使用数字技术的成本和风险，加快区域数字化普及，加速创新主体数字化转型，助力政府、金融、中介机构等对创新活动的智能、精准和高效服务，推动构建多方参与、数字驱动的创新体系。因此，数字基建将对生产供给部门和应用需求部门产生直接的创新激励效应。
从创新方式看，一方面，数字基建能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产生自主研发效应：数字化生产部门对数字技术及装备直接进行研发投资，其他行业和部门为适应数字化变革趋势，提高对数字技术的吸收应用能力，会追加研发资金作为互补性投资；数字基础设施为创新创业活动搭建共享平台，增加创新创业机会，从而激励创新创业者入场，推动科技创新型企业涌现，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双创”，扩充自主研发资金池；数字基建通过激发民间投资、带动上下游行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为全社会持续投入研发资源累积物质资本。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能促进国际技术扩散，推动创新主体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产生技术引进效应：投资兴建数字基础设施是着眼未来产业发展而进行的超前布局，国内外企业平等参与竞争，这种前瞻性和开放性使数字基建成为技术投资的热点，尤能吸引优质国际资本流入；数字技术处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国际创新交流合作，同时压缩国际交流的时空距离，降低交流成本、提升交流效率，最大程度发挥国际知识、人才流动的创新溢出效应。
从创新过程看，区域创新是一条从知识生产到技术创新再到产品开发的连续价值链，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密切创新链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加速创新链各阶段的溢出，通过知识供给效应和创新转化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一方面，数字基建催生海量数据和信息，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从而推动知识总量呈指数型增长，为技术创新提供丰富的知识源泉；数字基础设施弱化时空限制，扩大知识可得范围，助力创新主体更快更多地获取流量知识，尤其是更远程、更前沿、更高质量的有用知识；利用数字化手段，创新主体更有效地管理存量知识，提高知识管理效率；数字基建还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研发效率，提高创新主体将原生性知识转化为技术创新成果的能力。另一方面，运用数字基础设施，创新者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纳入创新流程，缩短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距离，及时获得信息反馈，有效应对需求变化，不断改进在销品、开发新产品、创造个性化定制品；通过提高技术与市场匹配的精准度，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难题，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加速知识产权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现研发、生产与销售的良性循环，使创新主体及时获得利润回报，回收创新成本，提高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自生能力。根据以上分析提出：
假说1：数字基建不仅能直接推动区域创新水平提升，还可通过自主研发效应、技术引进效应、知识供给效应和创新转化效应对区域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1.2  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传导效应在不同创新系统的结构、实现程度并非一致。中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1）【在文末补充注释，交代清楚三大经济带划分情况】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存量水平、建设力度及创新的基础、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吸引、容纳、利用创新要素的能力有所差别。尽管数字基础设施能产生强烈的创新要素溢出效应，但不同地区创新系统的受益程度不同，甚至出现创新要素加速流出而不利于地区创新的问题，因此数字化既可能拉大也可能缩小区域创新差距。作为区域创新主体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功能定位、组织运行、资源保障和风险承受等方面各具特色或各有长短，高校院所多为公益机构，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在应用研究领域具有优势，两类部门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应用的偏好有所不同，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快慢不一，数字化创新的方向各有侧重，从而造成数字基础设施对部门创新系统的异质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属于前沿科技领域，加大数字基建投资有利于集中攻克一批高层次核心技术，发明一些高水平创新成果，并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联动效应提升相关技术及产品的创新质量。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还利于高质量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进而对创新产出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异质性的深层原因在于禀赋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可能呈现非线性特征。数字基建行业具有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密集的特点，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运用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智力和数据力为支撑，在资本、人才、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禀赋更丰裕的地区，兴建和普及数字基础设施就有比较优势，数字基建的创新效应能得到更好发挥。数字基建能否有效推动区域创新还取决于制度环境：知识产权保护能保障创新主体获得预期经济回报，激发创新主体利用数字技术研发、传播和交易创新成果的积极性；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促进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因此，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市场化制度将使数字基建的创新效应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综上提出：
假说2：数字基建对不同地带、不同部门的创新效应和对不同质量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假说3：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因要素禀赋、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化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2  实证设计
2.1  模型设定
首先构建检验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基础模型：
【式（1）内：两个及以上字母组成的变量符号改为正体。全文内同】
[image: ]               （1）
式（1）中： innov表示区域创新；diginf表示数字基建即数字基础设施投资；i为省份；t为年份；[image: ]为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image: ]为截距项；control为j个控制变量，[image: ]为相应的估计系数；[image: ]为省份固定效应； [image: ]为年份固定效应；[image: ]为随机误差项。
其次，验证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在式（1）加入中介变量med，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image: ]               （2） 
[image: ]       （3）    
最后考察数字基建影响区域创新的异质性：一是用基础模型对不同地带、不同部门、不同质量的区域创新进行分样本回归；二是以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q，构建门槛模型：
[image: ]    
[image: ]                 （4）
式（4）中：[image: ],…,[image: ]为不同门槛区间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系数。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用地区专利申请量衡量区域创新水平（innov）。由于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和创新程度比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高[11]【这一已成公理的论断没有引用的必要】，故以发明专利申请量表征高质量创新（hqi），以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总量表征低质量创新（lqi）。用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申请总量衡量基础研究创新（bri），用地区规上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衡量应用研究创新（ari）。
2.2.2  核心解释变量
[bookmark: _Hlk51535490]有研究用互联网、电话等实物指标衡量数字基础设施[12]【序号调整修改。后同】，但不同类型的实物很难加总，故无法准确评价数字基础设施的整体效应。采用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来衡量可避免该问题，可从总体上反映数字基建的力度和持续性[13]。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diginf）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测算资本存量要有投资流量及其折旧率，根据许宪春等[14]的研究，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字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数字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额，并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平减。有一些研究对基础设施投资采用统一折旧率[15]，却未注意数字基础设施与其他基础设施在使用年限上存在很大区别，会造成估算结果有偏[16]，故参考Jorgenson等[17]和孙琳琳等[18] 的研究，对数字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分别采用15%、32%的折旧率。
2.2.3  中介变量
自主研发（ird）为永续盘存法估算的人均R&D资本；技术引进（tim）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GDP）之比；知识供给（know）为每万人口中科技论文发表篇数；创新转化（prod）为人均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2.2.4  门槛变量
要素禀赋中，参考张军等[19]的研究，物资资本禀赋（pc）以扣除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全社会固资投资为投入数据，用永续盘存法核算物资资本并取人均值表征；参考张骞等的研究[20]，人力资本禀赋（hc）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技术禀赋（tech）为累计发明专利授权量；数据禀赋（data）以互联网普及率为代理指标，因为在数字化时代数据主要通过互联网产生，数据资源拥有量基本取决于网民规模。
制度环境中，知识产权保护（ipr）为专利纠纷立案数相对于专利拥有数的比率，即（1−专利纠纷累计立案数/累计专利授权量）×100，该值越大则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市场化（mar）为非国有经济比重，即1−（国有及其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规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00，该值越大则市场化程度越高。
2.2.5  控制变量
政府支持（gov）为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金融发展（fin）为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除以地区生产总值；技术市场发展（tecm）为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外开放（open）为贸易专业化指数，即（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其值越小，说明越有可能通过进口获得国外技术；环境约束（env）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3  数据说明
选用2003至2018年中国30个省区市（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专利数的时间范围为2009至2018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等。非比值数据均取对数，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补齐。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分析
如表1所示，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数字基建是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其中，政府支持和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技术市场发展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示样本期内技术市场发展并未发挥激励创新的积极作用，可能因为数字基础设施弱化了传统技术市场的交易功能和溢出效应；对外开放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对外开放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可能因为两者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环境约束的系数不显著为正，意味着环境约束对区域创新的正向影响未充分显现。
【表1：注意短横线非负数符号，改为正确的表达形式】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innov

	diginf
	0.308***

	
	(11.030)

	gov
	0.125***

	
	(4.640)

	fin
	0.210***

	
	(7.620)

	tecm
	−0.018

	
	(−1.510)

	open
	−0.025

	
	(−0.420)

	env
	0.122

	
	(0.870)

	双固定效应
	是

	常数项
	6.065***

	
	(35.930)

	R2
	0.936


[bookmark: _Hlk76289274]注：1）括号内数字为t值；2）*、**、***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3.2  内生性处理
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基准回归中将解释变量滞后1期缓解了这种内生性，但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继续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一是参考韩先锋等[1]的研究，以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2所示，均通过检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二是用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历史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参考李坤望等[13] 的研究，选用1985至1999年各省份的公路密度（hwd）和1985至1999年各省份的固定电话普及率（ftp），该指标能反映基础设施的历史水平，与后期的数字基础设施相关，但不会直接影响后期的区域创新水平。结果如表2所示，工具变量通过了相关检验，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再次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有效。
【表2： “0.000”无意义，如果实际值为0则用“0”来表达，如果实际值为＜0.001的数值则用“＜0.001”来表达】
表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innov

	
	滞后1期
	滞后1和滞后2期
	hwd
	ftp
	hwd和ftp
	

	diginf
	0.278***
	0.269***
	0.853***
	1.008***
	0.978***

	
	(6.160)
	(5.850)
	(3.890)
	(6.960)
	(7.28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33
	0.928
	0.907
	0.888
	0.892

	Anderson canon. corr. LM statistic
	332.434
[0.000]
	316.066
[0.000]
	20.684
[0.000]
	56.945
[0.000]
	63.788
[0.000]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214 2.465
{16.380}
	122 6.603
{19.930}
	20.720
{16.380}
	62.740
{16.380}
	35.725
{19.930}

	Sargan statistic
	
	1.608
[0.205]
	
	
	0.436
[0.509]


注： 1）[ ]内为P值；2）{ }内为Cragg-Donald Wald F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

3.3  影响机制分析
[bookmark: _Hlk51782242]如表3所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自主研发的影响显著为正，自主研发对区域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系数与表2的结果相比明显下降，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可通过增加自主研发投入间接推动区域创新。同理，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可通过促进技术引进间接推动区域创新，可通过促进创新供给侧的知识生产即知识供给效应推动区域创新，可通过促进创新需求侧的产品生产即创新转化效应推动区域创新。
表3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innov

	
	ird
	加入ird
	tim
	加入tim
	know
	加入know
	prod
	加入prod

	diginf
	0.105***
	0.279***
	0.432***
	0.286***
	0.133***
	0.285***
	0.287***
	0.277***

	
	(6.500)
	(9.610)
	(4.600)
	(11.710)
	(3.780)
	(9.160)
	(5.590)
	(9.580)

	ird
	
	0.276***
	
	
	
	
	
	

	
	
	(5.860)
	
	
	
	
	
	

	tim
	
	
	
	0.051***
	
	
	
	

	
	
	
	
	(3.350)
	
	
	
	

	know
	
	
	
	
	
	0.176***
	
	

	
	
	
	
	
	
	(2.970)
	
	

	prod
	
	
	
	
	
	
	
	0.110***

	
	
	
	
	
	
	
	
	(7.8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4.123***
	7.205***
	1.892***
	5.969***
	− 1.711***
	6.366***
	− 3.545***
	6.454***

	
	(− 23.280)
	(28.060)
	(5.060)
	(35.780)
	(− 7.070)
	(27.270)
	(− 9.530)
	(36.750)

	R2
	0.972
	0.938
	0.161
	0.939
	0.906
	0.938
	0.852
	0.938



3.4  异质性分析
3.4.1  分样本回归
表4显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三大经济带的创新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促进程度在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可能由于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要素禀赋和创新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数字基础设施发挥创新效应所需要的经济和制度条件的供给不均，东部由于发展水平强于中西部，因而其创新系统从数字基建中的获益最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显著带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部门创新水平的提升，基础研究创新从数字基建中的受益程度显著大于应用研究创新，反映出数字基建对基础性、原理性的前沿科学知识具有重大需求，投资兴建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开拓基础科学前沿、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的作用更大，意味着数字基建能推动区域创新水平质的提升。以上结果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实现以原创性、突破性、颠覆性为特点的高质量创新主要依赖基础研究，高质量创新水平与基础研究能力密切相关；加强基础研究和开展高质量创新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制度条件作保障，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大优势，数字基建能更大更好地发挥创新效应，促进基础研究能力和高质量创新水平提升。
表4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innov

	
	东部
	中部
	西部
	基础
	应用
	高质量
	低质量

	diginf
	0.684***
	0.227**
	0.148***
	0.242***
	0.195***
	0.346***
	0.280***

	
	(18.040)
	(2.930)
	(4.530)
	(7.020)
	(6.400)
	(9.430)
	(10.3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双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4.717***
	4.359***
	6.002***
	5.329***
	6.384***
	4.923***
	5.702***

	
	(13.800)
	(7.870)
	(23.870)
	(26.860)
	(32.750)
	(19.350)
	(33.490)

	R2
	0.958
	0.960
	0.962
	0.908
	0.893
	0.936
	0.911



3.4.2  门槛回归
门槛存在性和真实性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要素禀赋（包括pc、hc、tec、int）双门槛效应和制度环境（包括ipr、mar）单门槛效应。表5显示：（1）列表明，在不同门槛区间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物资资本禀赋增长使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正向影响变大。（2）列表明，人力资本禀赋越多，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3）列表明，随着技术禀赋的不断积累，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4）列表明，数据禀赋越多，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区域创新效应就越大；（5）列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数字基础设施对区域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大，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修正创新产出的正外部性，为创新主体开展数字化创新、通过数字技术交流思想和交易成果提供激励和保障；（6）列表明，市场化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引致的区域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低意味着政府在创新系统中的话语权多、对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影响大，会因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减弱数字基建给区域创新带来的益处，因此政府干预减少进而市场化水平提高会增大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
表5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innov

	
	pc
	hc
	tec
	int
	ipr
	mar

	diginf(q≤γ1)
	0.309***
	0.529***
	0.421***
	0.294***
	
	

	
	(6.810)
	(11.090)
	(8.650)
	(6.430)
	
	

	diginf(γ1<q≤γ2)
	0.441***
	0.754***
	0.575***
	0.420***
	
	

	
	(10.730)
	(17.840)
	(14.400)
	(10.170)
	
	

	diginf(q>γ2)
	0.536***
	0.834***
	0.707***
	0.535***
	
	

	
	(14.700)
	(22.850)
	(20.440)
	(14.750)
	
	

	diginf(q≤γ)
	
	
	
	
	0.838***
	0.820***

	
	
	
	
	
	(21.440)
	(20.550)

	diginf(q>γ)
	
	
	
	
	0.908***
	0.951***

	
	
	
	
	
	(25.270)
	(27.2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5.328***
	3.838***
	4.415***
	5.195***
	3.139***
	2.899***

	
	(25.020)
	(18.470)
	(22.470)
	(25.480)
	(16.060)
	(15.720)

	R2
	0.907
	0.880
	0.891
	0.908
	0.851
	0.852



3.5  稳健性检验
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指标，使用专利授权总量及人均量、专利申请人均量测度区域创新水平，分别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有效发明专利数、规上工业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基础研究创新和应用研究创新，用发明专利的总授权量及人均量、人均申请量衡量高质量创新，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授权量及人均量、人均申请量衡量低质量创新。二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指标，参考李坤望等[13]的研究，包括人均数字基础设施资本、人均固定电话用户和人均互联网用户的平均值，以及分别采用9.21%和6.9%的折旧率重新核算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后的总量和人均值。检验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4)【？】，证实了本实证研究的稳健性与结论的可靠性。
[bookmark: _Hlk51768927]4  基础设施结构与创新模式
以上分析未考虑基础设施结构的变化对不同创新模式的影响。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采取不同的创新模式，越是接近世界科技前沿就越依靠自主创新，而离世界前沿较远时则会倾向于引进模仿。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特定发展阶段存在由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决定的最优创新结构，一个经济体应该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宜的创新模式[21]。当前，随着产业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现象的加剧，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实现模仿创新的空间缩窄、机会减少，迫切需要创新模式向以自主研发为主的结构转型，因此区域创新能力提升除了看总量增长外，还应更多地关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相对结构演变。新基建有别于“铁公机”等传统基建，是新形势下应对内外冲击、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反映了经济发展变迁下基础设施需求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可能对创新模式转型产生影响。在此，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结构与创新模式的关系作进一步研究，以验证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能否成为创新模式演进的推动力量。
使用门槛模型进行回归，以与世界科技前沿的距离即技术相对水平（tgap）为门槛变量，用各省份的实际人均GDP与世界科技前沿国美国的实际人均GDP 之比衡量，该值越大表明离世界前沿越近。核心解释变量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资本的相对比例来反映，包括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占总物资资本的比重（digpro），及其与其他物资资本的比值（infstr）。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模式，一是以自主研发（indrd）和技术引进（tecimp）为代理变量，分别用人均R&D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二是用创新产出结构表征，将发明专利作为自主创新产出，将非发明专利作为模仿创新产出，构造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比重（invepro）、发明专利申请量与非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比值（innostr）两个指标。
经回归发现，以digpro和infstr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一致，下面仅分析以digpro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如表6所示。（1）列表明，由于与世界前沿的距离不同，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自主研发的关系存在双门槛特征：当tgap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资本份额提高对自主研发产生了显著负面效应；当tgap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设施资本份额提高仍然会抑制自主研发水平提升，但抑制程度有很大减弱；当tgap大于第二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资本份额提高对自主研发的作用尽管不显著但已转负为正。（2）列表明，当tgap低于单一门槛值时，提高数字基础设施资本比重对技术引进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当tgap高于这一门槛值时，继续提高数字基础设施资本比重会对技术引进带来显著负面影响。（3）列表明，当tgap小于门槛值时，提高数字基础设施资本比重不利于自主创新，而有利于模仿创新；当tgap大于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资本份额与自主创新产出比重的关系不显著为正，即提高数字基础设施资本比重至少不会对自主创新产生负作用。以上结果说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对区域自主创新模式的积极效应随着区域经济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差距的缩小而显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创新模式变迁与基础设施结构转变具有正相关性，当前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推动中国创新模式由引进模仿向自主研发转型升级。
表6  基础设施结构与创新模式回归结果
	变量
	innov

	
	indrd
	tecimp
	invepro

	digpro(q≤γ1)
	− 0.463***
	
	

	
	(− 19.740)
	
	

	digpro(γ1<q≤γ2)
	− 0.186***
	
	

	
	(− 7.130)
	
	

	digpro(q>γ2)
	0.048
	
	

	
	(1.440)
	
	

	digpro(q≤γ)
	
	0.173***
	− 2.032***

	
	
	(2.890)
	(− 4.210)

	digpro(q>γ)
	
	− 0.222**
	0.411

	
	
	(− 2.230)
	(0.6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 4.411***
	3.236***
	26.170***

	
	(− 26.530)
	(7.630)
	(7.340)

	R2
	0.812
	0.218
	0.204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分析了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影响的相关理论，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估算了各省份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实证考察了数字基建的区域创新效应。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了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并通过自主研发效应、技术引进效应、知识供给效应、创新转化效应等渠道实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从促进程度上看，“东部＞中部＞西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质量产出＞低质量产出”；受地区禀赋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制约，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表现为物资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禀赋越多，市场化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时，数字基础设施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可推动创新模式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演进。
本研究实证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不仅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还可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知识供给和创新转化产生间接正向效应，为丰富数字基建对创新作用渠道的研究提供视角；不仅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不同地域、部门和类型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还剖析了异质性的深层原因，通过门槛回归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程度随要素禀赋增长和制度环境优化而变大，表明充分实现数字基建推动创新的潜能需要一定的禀赋条件和制度支撑，从而明晰了数字基建影响创新的非均等性及其条件；此外，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基础设施结构转变与创新模式演进的关系，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自主创新模式的积极效应随着区域经济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距离的缩小而显现，由此揭示基础设施与创新关系的结构性和动态性，扩展了基础设施创新效应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对于把握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性及其区域创新效应的条件性，理解新基建引领自主创新、驱动创新发展的作用及意义提供参考。其政策含义：一是加强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做好国家及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规划，科学构建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和空间布局，同时应根据地区实际条件采取差异化的结构性政策，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投入，提高投资效率；二是优先支持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创新主体数字化转型，提高全社会数字化应用水平；三是大力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供给侧的自主创新，加大数字技术基础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和掌握数字化领域核心技术，逐步实现数字化高技术产品的国产替代，保障数字产业供应链安全稳定；四是完善数字化发展的配套支撑体系，包括壮大数字化人才队伍、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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